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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诗画变体的审美文化内涵 

吴福秀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九歌》是战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祭祀乐歌编写而成的骚体歌诗,它从诗意构成到后来的图式转化,

反映出许多接受美学特征。这种以文学作品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汇集、

整合,又不断分化,形成新的变体的过程。探讨这一文学变体现象对深入诗画文学研究,拓展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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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是战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祭祀乐歌编写而成的骚体歌诗,也是诗画变体现象最为突出的代表题材。从存世文献记载

来看,不同时代的《九歌图》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作为一种歌诗艺术,《九歌》在诗画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许多异于原

诗文本的地方。本文拟对《楚辞·九歌》诗画传播的这一变体现象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深化这一方法在诗画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联动审美与程式化——《九歌》诗画变体的美学视点 

诗画理论相通互融的一个重要基点是语象,根据朱先树先生在其《诗歌美学词典》中的定义,语象一般以词或句子等载体形

式来体现[1]。以《九歌》为蓝本进行绘画创作,这一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画像砖,其后有宋代的李公麟、马和之,元代的赵孟頫、

张渥,明清时期的文徵明、仇英、陈洪绶、萧云从等,近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傅抱石等都有以《九歌》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从

原则上说,绘画依赖于感受器官,感官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自然的和既定的方式。”[2]而歌诗作品则以丰富的色彩,各

种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上的综合体验得以实现。 

(一)歌诗语象的联动审美 

根据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的记载,屈原被流放的时候曾见过楚先王庙以及公卿祠堂,他在休憩其下时看见了壁画上的图,

于是作书于壁上[3],这就是《天问》诞生的前后始末。与《天问》因图而书,“图文交织”[4]的特点相比,《九歌》更多地表现了

三维立体的鬼神世界。从《九歌》的诗意构成到图式转化,主要借助了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等丰富的语象。 

《九歌》中经常出现表现色彩或能够引起色彩联想的词语,如白薠、紫贝、琼芳、杜若、芙蓉、秋菊、春兰等,这些色彩缤

纷的诗歌意象,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视觉联想。其次,歌诗中的女子体态婀娜,美艳动人,她们或“美要眇兮宜修”,或“荷衣兮蕙

带”,令人浮想联翩。再次,歌诗中还描写了琳琅满目的各种物件,如紫坛荪壁、芳椒成堂、桂栋兰橑等,诗中华贵典雅的屋宇环

境,衬托出主人公高洁不俗的品性。此外还有各种场景描写,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3],各种诗意的语象转接自然,画

面感极为强烈。无论是《东皇太一》中的迎神、娱神场面,还是《国殇》中短兵相接等战争场面的描写,故事画面与人物转换过

渡自然,诗意在布景切换中自由流泄,给读者带来无限的审美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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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丰富的视觉语象之外,《九歌》还综合使用听觉、味觉、嗅觉等不同语象表现内在审美主题。如诗中出现了枹、鼓、竽、

瑟、箫钟、虡、篪等多种乐器,还有时而舒缓,时而紧凑地巫觋的演唱。“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3]描写了各种美食佳

酿,其典雅的诗歌语言刺激着读者的味觉体验。再如诗中的兰汤、彩衣、绿叶、素枝等动感、触感、画面感纷至沓来,让人在赏

心悦目之余,还能感觉到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面而来。伴随着读者的阅读体验,音声、美味、芳香,各种语象糅合在一起,产生了深

刻的联动效应。《九歌》正是在各种诗本体语象的综合作用下,激发了读者丰富的联想。 

(二)诗画传播的程式化 

诗画艺术的互相摹仿与借鉴是一种审美接受过程。莱辛在其《拉奥孔》中描述了两种摹仿艺术,第一种是诗人以艺术家的作

品作为“摹仿对象”,或者艺术家以诗人的作品作为摹仿对象,第二种是诗人和艺术家都以同一对象作为摹仿对象,但其中的一

方却借鉴了另一方的形式或风格。[5]在这两种模式中,他认为前一种是形成诗本质的一般性的摹仿中的一部分,“他作为天才而创

作,他的题材可以是另一门艺术的作品,也可以是大自然的作品。”[5]在这一点上,绘画与诗歌作品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个画

家的创作生涯,一个流派的作品,乃至绘画发展的本身,最终都走向一些代表作品”[2],而在这些代表作中,人们获得了之前一直孜

孜以求的某些精神内涵。 

第一,在《九歌》诗画传播过程中,李公麟是“作为天才而创作”的第一种,傅抱石认为,在所有的《九歌图》绘画作品中,李

公麟所画的《九歌图》最具有创造性。李公麟“扫去粉黛,淡毫轻墨”的白描画法受顾恺之的影响较大,它依靠曲折而富有韵律

变化的线条,“不施丹青而光采动人”,苏轼曾赞其“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虽然二者同出一题,后来出现地大量以《九

歌》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多是在李公麟基础上的临摹品或是再创作。这种“独创性的摹仿”因而也成为诗图语象的一个重要程式

化方向,为诗画传播的审美艺术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 

第二,关于屈原像的形象考察,萧云从在其《楚辞图自序》中描述屈原石像和张僧繇所绘的屈子像时,说其“丰下髭旁”[6]。

元代赵孟頫所绘的屈原像形象塑造上显得年龄略长,他侧身而立,衣袍自然垂现,双手合抱于前胸,神态安详。张渥的屈原像造型

与赵孟頫所绘的屈原像近似,眼神略微下视而神情愁苦。陈洪绶的屈原像以《涉江》和《渔父》中的描写为依据,人物形象瘦长

而神情憔悴,长冠宽衣带剑,整个画面布局、场景搭配合理,画出了屈原内在的精神,近现代以来很多屈原画像的造型都受到了陈

洪绶的影响,借图画体式突出表现人物精神或内在情绪也成为诗画传播的一种重要造型程式。 

第三,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解读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绘画转换。绘画作品的立意、结构框架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受到这

些因素的影响,因而由学术观点影响而产生的艺术多样性成为诗画传播程式的第三个重要特点。从命名方式和画法来看,历代《九

歌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东汉学者王逸的影响。王逸在注释《礼魂》时说《九歌》之“九”,“言祠祀九神”[3],这些观点直接

影响了后来《九歌》在语图转化中的分段,如李公麟绘写的《九歌图》,从《东皇太一》到《山鬼》共分九段,这是对《九歌》之

“九”的回应,但他的整个图本中,《国殇》和《礼魂》两篇并未入画。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被流放时“愁思沸郁”,因

而才有了《九歌》的创作[3],在王逸观点的影响下,元代张渥绘写的两本《九歌图》,都是以屈原像配《渔父》诗。明人陈洪绶更

是在《九歌》各图本之后另绘了一幅《屈子行吟图》,以回应王逸在章句中对《九歌》的解读。除此之外,李公麟绢本《九歌图》

六图的分类,明显参考了梁昭明太子《文选》的分类结构。学术界普遍认为《九歌》所祀“云中君”为云神,故历代画家笔下的

“云中君”都立于云端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学界研究观点的影响。 

二、从歌诗到图式的审美转变 

(一)诗画形式对原诗本体的消解 

从李公麟开始,《九歌》作为绘画题材倍受青睐,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不断融入时代的元素,在图式的安排上也不断变化,

如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九歌图》,左边绘图,右边附以诗文,分别描绘了从东皇太一到山鬼等九段不同的场景,图文并茂地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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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祭祀鬼神的场面,对礼乐场景的刻画成为这些画面的主体。另一时代稍晚的《九歌图》由元代后期的画家张渥所作。其画模

仿李公麟画以虚写实,正面表现歌词中咏唱的各位神仙形象。张渥画虽然也使用白描手法,但几乎没有绘写图式背景,而是着力表

现人物的形象,其线条遒劲有力,笔力深透。由于歌诗文本与绘画存在想象和视觉方面的差异,加上不同的画作者对不同时代、不

同作品的理解,他们在图解文本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展现在他们笔下的场景内容也各不相同。我们把这种差异转化

称之为“消解”。 

第一种是转化式消解。所谓转化式消解,就是直接将原歌诗文本中所着力表现的主题内容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在观赏者的面

前。其中虽然有对原歌诗的解读,但解读过程中尽量避免改变原诗本意,力求客观而完整地展现原诗全貌。如《清河书画舫》说

李公麟的《九歌图》民间本“实全本也”[7]。吴升在《大观录》中说李公麟所绘山水木石、舟车屋宇等,均极为“纤细”,而其人

物则施“浅绛色”,图景“各随歌所诠次”而描摹
[8]
。李公麟采用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对《九歌》中的六篇进行了绘画转化,

力求再现诗中的场景,营造出不同的诗歌氛围。不同的篇章通过不同的布局、场景来表现,水墨画利于表现墨色干湿浓淡带来的

变化,使整幅画在风格上显得十分和谐而具有层次感。 

第二种是想象式消解。所谓想象式消解,也就是绘画创作时一方面要参考原诗本体语象,另一方面在人物、场景、细节上加

入作者适当的想象,如李公麟的内府本《九歌图》即为此典型。据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李公麟此本“止白描鬼神之像而无

景界”,但其笔法纯熟,如行云流水,乍看似觉平常,细品方能见其“六法”[7]兼具,画卷不仅参考了原歌诗中的人物形象描写,还

融汇了画家丰富的想象,这一转化不仅局限在本能脑的活动区域内,还经过了心灵脑的想象式重构及加工。明末陈洪绶的《九歌

图》整套画卷共十二幅,但其中只有“云中君”一幅是正面绘写,其余的图本则是侧面描绘人物形象。高居翰在考察陈洪绶的《九

歌图》中湘夫人的形象时认为,画中湘夫人的背向姿态处理暗示着一种“内向”,或者是不愿理会观者感受的一种情绪外化
[9]
。 

(二)歌诗内容的图式转化 

《九歌》从歌诗到图画,内容也出现了许多变化。首先是关注焦点的变化。如陈洪绶《九歌图》前十一幅的构图,人物在画

面中所占的空间位置比较小,人物的四周留有大量的空白,这种处理方式弱化了观赏者对人物形象的极度关注,给读者留下了无

限的想象空间。再如《东皇太一》中描写了一场盛大的祭祀场面:“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3]

原歌诗中并没有对东皇太一这个形象进行突出展示。而张渥的《九歌图》在表现这一场景时,特别突出了东皇太一这一形象,在

他的图本中,东皇太一颇有王者风范:他头顶戴一小皇冠,衣袍飘飖飞动,神情肃穆,他的身后紧跟一位身形小巧的天女,以衬托其

高大英武[10]。 

其次是歌咏主题的转化,如大司命由司命之神向长寿之神的转化。洪兴祖说:“《史记·天官书》,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晋

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然则有两司命也。”
[3]
原歌诗描写了大司命出天门,乘云

而降的场景。“何寿夭兮在予……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故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何为?”
[3]
歌诗中似乎把人们对长寿的渴

望和生命的咏叹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后来的诗画转化过程中,长寿这一主题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如张渥所绘的两本《九歌图》中,

大司命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画中的老人背略前倾,他双手拄着拐杖乘云而降,笑容可掬,体现出一种“老冉冉兮既极”的

诗意
[10]

。这些绘画打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司命大神威武而庄严的程式化描写,而形成了更贴近世俗生活的慈眉善目的长者形象。 

再次是人物性别的转化,如郭沫若将少司命看成是司掌恋爱的处女神,茅盾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悲莫悲兮生别

离,乐莫乐兮新相知”[3]等歌词中分析少司命为恋爱之神。但张渥没有将少司命画成女神,而是将其画成了一位严肃的男神形象。

他一只手握着笔,另一只手拿着纸卷,上海本和吉林本都在少司命身旁画了一个少年,上海本中的少年拱手而立,吉林本中的少年

手持宝剑[10],端正而庄严,合理地展现了歌词中“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3]的意蕴。 

复次是审美形象的转化,如河伯在绘画作品中的形象转化。《楚辞·天问》称:“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王逸注:“雒嫔,

水神,谓宓妃也。”[3]郭沫若据歌词“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3],推测河伯是一位男性神祇,并曾经和洛神相恋[11]。他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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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寝殿,“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3],出则“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3]。张渥在上海本和吉林本中舍弃了原

河伯的风流倜傥形象,而改为河伯盘腿曲坐在白鼋背上,他抓住歌词中“乘白鼋兮逐文鱼”这一典型特征,将他描绘得威严而有

力,着力展现了其威震河妖的英雄气概
[10]

。应该说,张渥对河伯形象的改造,更符合人们对河神形象的审美期待。 

最后是时代主题的转化。屈原笔下的山鬼是一个多情浪漫而富有野性美的女性形象,她乘坐着挂有桂旗的辛夷车,“含睇凝

笑”。吴道子在原歌词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把山鬼画成一个形似恶魔的力士,他肩扛锋利的武器,凌空腾跃。从宋代的李公麟将

山鬼画成半裸的女性形象之后,明代以前画家笔下的山鬼或男或女,形象不一而足,并无统一的标准。清代学者顾成天认为山鬼即

“巫山神女”。现代画家徐悲鸿一方面承袭了原作中“被薜荔兮带女萝”,骑赤豹行于山涧的传统画法,另一方面又将山鬼画成

了赤裸的女性形象。从此以后,很多题为“山鬼图”的绘画变成了“美女加野兽”式的构图[12],山鬼含睇而笑、善感而多情的精

神美不再显现,女性的肉体美似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三)屈原精神的美学审视 

以文学作品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文学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反映了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汇

集、整合,又不断分化,形成新的变体的过程。从诗画传播的角度看,《九歌》的诗画变体反映出许多接受美学特征。司马迁在《史

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

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3]可见,屈原这一人物形象很早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因而

也成为重要的画学审美对象。宋代以后,以屈原及其《九歌》为题材的各种绘画作品逐渐增多,如《屈原渔父图》《屈子行吟图》

等。 

《九歌》的诗画传播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九歌》在古代社会的传播范围基本上囿于社会精英层,相应画家也多为文坛

巨匠,诗画兼擅。他们或追思屈原,或抒写己怀,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对屈原的接受与赞赏。二是历朝易代之际,那些前朝耆旧、

不满异族欺凌的文人仕子们都需要在心灵上寻找慰藉,他们通过绘写《九歌》来寄托自己的心志。如宋代遗民谢翱在西台痛哭,

借吟诵《九歌》以悼念爱国志士文天祥等。明清时期的学者在总结这一文化现象时认识尤为深刻,如明代的何景明曾说:“逊国

臣有雪庵和尚者,好观《楚辞》,时时买《楚辞》,袖之登小舟,急棹滩中流,朗诵一页,辄投一页于水。投已辄哭,哭未已又读,读

中卷乃已,众莫测其云何。呜呼!若此人者,其心有与屈大夫同抱隐痛者矣。”[14]文中所述南宋谢翱、明代雪庵深爱故土,忠于旧

主事迹的记载,深见屈原精神的影响。故郑振铎在收集萧云从绘《离骚图》乙酉刊本十卷三册时称:“尺木为明遗民,故绘《离骚》

以明志。”[15]可见,屈原这一人物形象在诗画传播的过程中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并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

体现了诗画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固像模式化①的影响。 

三、结语 

由于诗歌文本与绘画艺术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差异,加之画家又受到个性心理、不同时代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转化式消解

与想象式消解为实现诗画文学作品的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诗画文学传播中的变体现象,体现出诗图语象转化的“间隙”与错位,

对“间隙”的补足使作品的审美意义随暗隐的读者转换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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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中所说的文学固像模式化是笔者对诗画文学研究的个人思考,详见拙作《王维辋川诗画传播的孳点透视》。 


